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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谁将继续领导全球气候治理

———欧盟的衰退与反击

寇静娜，张　锐

摘　要：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并非线性连续发展，而是一种停滞与跃升交替出现的间断平衡模式，其中，

对治理现状不满的领导者是气候治理不断突破发展的动力。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始终致力于扮演领导者角

色，面对后巴黎时代全球治理的疲软，自２０１９年底开始通过包括 《欧洲绿色协议》、资金保障计划、碳边境

税等在内的措施，试图重塑自身领导力，即使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爆发后，欧盟仍持续加强并深化重塑行动的影

响力与效果。但疫情作为重大变量仍然导致气候谈判更加复杂且不确定性增强，也令欧盟很难重返 《巴黎协

定》时期的巅峰状态。同时鉴于中国应对疫情的有力表现与２０６０年实现 “碳中和”的承诺，以及美国大选局

势明朗化，分析得出中美欧三方共同合作领导全球气候治理将成为后疫情时代最可能的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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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细内容可参见：康晓：《全球气候治理与欧盟领导力的演变》，载于 《当代世界》２０１９年第１２期；张锐、寇静
娜：《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的兴起：主体与议题》，载于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从１９９２年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设立以来，全球气候治理经历从无到有，从口号到行
动，从减排分配模式 “自上而下”到 “自下而上”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目前已经形成由全球一百
九十多个国家共同参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气候治理体系。全球气候治理的复杂性、多变性及
多元诉求需要负责任大国的参与协调，凭借其有效的领导力克服集体行动困境，才能推动并达成预
期的治理成效。
全球气候治理机制运行以来，欧盟始终致力于成为全球气候治理谈判的重要推动者、应对气候

变化政策的倡导者、对发展中国家气候治理援助的先行者、推广相关技术与行动方案的引领者①。
但随着欧盟努力推动２０１５年 《巴黎协定》（以下简称 《协定》）获得通过后，其领导力却没有延续
此前的表现，呈现逐渐衰退态势，全球气候治理也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尽管各国围绕如何落实
《协定》持续展开谈判，却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国内外学者虽然围绕国际气候治理机制的效能、
制度设计以及不同国家领导力在其中的作用开展了多维深入的广泛研究，但较少分析气候治理的演
进模式与运行逻辑，且对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中欧盟领导力的起伏不定缺乏系统性观察与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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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尤其是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深层次震动①已经成为当前气候治理的最
大突发变量，必须考虑疫情对全球气候治理及其领导者的实际影响。

本文提出，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并非线性发展，而是呈现一种跃升与停滞交替出现的间断平衡
模式。基于这种判断，笔者一方面将研究周期设定在 《协定》通过后至２０２０年 《协定》生效前近

５年的时间段，围绕四届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 （以下简称气候大会）前后欧盟
的具体表现，考察欧盟如何维护与重塑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上的领导力；另一方面，着重考量新冠肺
炎疫情作为突发因素介入２０２０年这一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时间节点，对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
传统影响力和领导地位回归带来怎样的冲击，并综合研判未来全球气候治理的可能变局与新领导集
体的形成。

一、全球气候治理的间断平衡演进与领导力

学界对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效果评价普遍较为消极，从国家中心主义、理性主义等角度，提出
了 “制度碎片化”、 “机制复合体”等观点。李慧明、于宏源、王明国等学者基于国家中心主义视
角，认为由于参与主体的多样性及其对狭隘国家利益的执念，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呈现出权力流散
化、制度碎片化、多个治理中心并行且经常衍生冲突的特征，而且鉴于其涉及数量庞大的多元行为
体，责任认定与问题解决可能会加深治理的复杂程度，相较于其他环境问题的治理结构，气候治理
的碎片化程度更严重、更难以应对②。但也有学者认为碎片化的治理机制并不意味着治理的必然失
序。Ｙｏｕｎｇ等认为，如果对治理系统中的有效互动进行分类并实行针对性引导和整合，可以促使碎
片化机制有序运转［１］。Ｋｅｏｈａｎｅ等认为，在一个缺乏等级制度且利益冲突广泛的国际体系中，日益
增长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增加了大众对各类国际治理网络的需求［２］（Ｐ２－４）。他们从理性主义出发，指
出在利益和权力较为分散的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各国高度差异化且频繁变动的合作动机往往只能形
成约束力和执行力均不足的机制复合体，表现为一个 “不分等级且没有核心制度的组合机构”［３］，

长期处于一体化的紧密体制与彻底碎片化的松散体制之间的过渡状态。这种状态虽然可以解释非国
家行为体的参与主动性，却削弱了国家行为主体基于权力与利益格局变化的主观能动性。从现有研
究可以发现，目前的理论探讨更多关注制度的结构性特征与运作效果，较少关注机制演进的过程及
其蕴含的机理。

（一）间断平衡理论与气候治理机制
本文尝试运用间断平衡理论，分析特定复杂领域的治理机制，阐释其非线性、非连续的演进机

理。该理论源于生物学界。１９７２年，美国古生物学家 Ｎ．Ｅｌｄｒｅｄｇｅ和Ｓ．Ｇｏｕｌｄ提出了一种进化学
说，强调新物种一旦形成就会处于进化停滞状态，直到下一次物种形成的到来，一个系谱 （Ｐｅｄｉ－
ｇｒｅｅ）长期所处的静止或平衡状态才会被短期的、爆发性的大进化所打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等将这一理论引入公共政策领域，解释政策机制在演进发展过程中表现出 “较长时间
稳定与突然变迁”的特点，即 “决策的过程是停滞和剧变互相结合、平衡期和重大间断期相互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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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２０年初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欧美各国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秋冬季节后又迎来了迅速恶化的第二波疫
情，对大部分国家造成了全方位的深度影响，且还在持续扩大。

更多讨论内容可参见：李慧明： 《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时代的国际领导及中国的战略选择》，载于 《当代亚
太》２０１５年第４期；于宏源、王文涛： 《制度碎片和领导力缺失：全球环境治理双赤字研究》，载于 《国际政治研究》

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王明国：《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与机制融合的前景》，载于 《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王明国：
《机制碎片化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载于 《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的，单一的某一方面均无法对政策的变迁作出合理而详尽的解释”［４］。这一理论被运用到国际关系
领域一些议题的探讨，如国际规范与决策的发展、国际法的变迁、环境机制以及近半个世纪国际能
源组织的演变等，均表现出相关特点①。
显然，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始终呈现出间断平衡理论的特征，即常态化停滞与突发性跃升相结

合，两种状态交替出现、相互影响、彼此渗透。具体而言，常态化停滞是指在取得一次治理重大进
步后，由于各行为体维持全新利益分配格局的诉求及取得阶段性成功后的惰性，治理机制逐渐缺乏
回应新需求、解决新问题的主动性与能动性。随着这种状态的固化，治理进程进而出现效率缓慢、
功能不彰、行动僵化、既有路径依赖等消极特征。突发性跃升指在一个较短的时间段内，治理机制
的权威性、聚合性及行动能力得到了有效激发，治理进程随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与全局性成就。其
中，分析机制摆脱停滞、实现跃升的驱动力至关重要，因为气候治理机制的停滞并非完全的暂停或
“休眠”。通过探寻停滞表象下各行为体的真实意图和具体行动，可以发现机制本身和身处机制的行
为体都在期望尽可能进入跃升期，诉求推动机制创新或治理变革、化解共同危机、实现相关利益的
重大变迁与转向，只是并非所有期望均能化为现实驱动力。
很早已有西方学者指出，国际机制演进的驱动力源于参与者的满意程度。如果参与者满意，机

制维持现状；如果出现广泛的不满意，机制就可能在成本允许的基础上发生变化［５］（Ｐ１０－３５）。结合间
断平衡理论，笔者认为在大国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背景下，推动机制跃升作用最大的驱动力来
自居于主导地位的国际行为体对治理现状的不满，及其展现出的改造机制的领导力，即不满态度与
有效领导力两者缺一不可。在当今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中，如果没有出现积蓄不满情绪与态度的领导
者，几乎无法推动机制实现从停滞迈入跃升的演变。弱小参与者 （如小岛屿国家）无论是否满意都
很难影响整体格局。

（二）领导力与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间断平衡模式
国际领导者的不满本身并不会改变机制，只有当不满的领导者展现相应领导力的情况下，机制

才有可能发生演进变化。Ｙｏｕｎｇ和 Ｕｎｄｅｒｄａｌ对领导力的定义已经被学界广泛接纳。Ｙｏｕｎｇ指出，
机制体系中的领导者为了在制度性谈判中获取共同利益，可以创造或制定更好且对自己有利的制度
克服集体行动困境，以此获得更多回报［６］。Ｕｎｄｅｒｄａｌ认为在一组非对称关系中，领导力是一个行
为体为了特定目标在特定时期引导或指挥其他行为体所采取的行动［７］（Ｐ１７６－１７８）。全球气候治理的领
导力表现为一种影响集体行动方向，并将自身偏好扩散上升为国际共识的能力，大致可划分为结构
型、方向型、工具型三种类别。结构型领导力强调权力势能对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引导与改变，旨在
实现秩序重塑、等级配置与权利义务的安排，可以看作是一种强制型领导；方向型领导力通过单边
示范行动及其产生的感召性影响，为其他行为体提供参照榜样与道义模板 （Ｍｏｒａｌ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使
各方集体行动处于一种近乎世界主义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ｉｓｍ）的话语框架之中；工具型领导力侧重于
“在特定问题领域运用高超的谈判和协调技巧及外交手段发挥议题引领作用”［８］，行为体通过主动承
担、有效解决具体问题，试图改变或重塑现有结构。
不同时期的气候治理重点不同。在气候机制拥有多元主体的复杂格局中，能够推动机制演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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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理论在国际规范、环境治理、国际法以及能源机制等领域都有学者展开研究与论述。详情可参见：Ｇ．Ｇｏｅｒｔ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Ａ　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ｅｄ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Ｍｏｄｅｌ，Ｒｏｗｍａｎ＆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２００３；Ｏ．Ｒ．Ｙｏｕ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Ｐ．Ｆ．Ｄｉｅｈｌ，

Ｃ．Ｋｕ：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Ｊ．Ｄ．Ｃｏｌｇａｎ，

Ｒ．Ｏ．Ｋｅｏｈａｎｅ，Ｔ．Ｖ．Ｇｒａａｆ：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ｅｄ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２０１１ （２）。



不满领导者总能同时施展上述两种或三种领导力，而非依赖某种单一类型。如欧盟在 《京都议定
书》谈判期间侧重于结构型与方向型，既通过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前欧盟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与竞争
力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又以身作则，率先提出减排承诺、设立碳排放交易机制；在 《巴黎协定》
谈判时期，一些学者将欧盟的领导力表现总结为方向型与工具型相结合，并将其命名为 “协调型领
导”（Ｌｅａｄｉａｔｏｒ），强调欧盟并非单一站在技术领先角度或道德高地对其他国家进行压制或催促，而
是重视与不同类型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对话与协商，借此提高气候目标设定的认同度［９］。在此基础
上，兼具不满与领导力的国家还需尽可能吸引更多利益相似的其他行为体，得到更大规模国家团体
的响应，建立有效的集体行动联盟，才能推动机制的演化变革。
综上所述，气候治理的间断平衡模式体现出一种可以推导、归纳出规律的运行逻辑 （如图１所

示）。鉴于碎片化互动的整合难度以及机制复合体的 “松散无中心”状态，如果没有领导者出现，
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进化将在大部分时期处于停滞状态，气候行动窒碍难行。如果领导者对全球气
候治理中各行为体利益难以整合、缺乏合力的散乱局面不满时，气候治理机制存在演进的可能，即
尽可能将不满的参与者联盟扩大化，形成破解治理散乱局面、提出解决方案的合力，推动治理机制
前进，以便获得有利于所有参与方的正向成果。由于各行为体存在基于自身利益诉求的、各不相同
的减排立场，气候治理可能出现不同走向：第一种情况是参与者立场互不妥协，领导者也不具备改
变僵局的领导力，治理只能重新回到或继续维持停滞无序状态；第二种情况是领导者以压倒性权威
或自愿投入大量资源 “另起炉灶”，组建新的机制；最后一种情况是多数参与者乐于接受的结果，
即在不满且有效领导者的协调与推动下，各方觉得符合自身利益，积极采取行动改变现状，对现有
规则秩序进行改造并取得治理的新进展。比如 《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和 《协定》的通过，就
是不满气候治理现状的领导者对治理进程停滞与无序的反击，推动治理进入跃升期。

图１　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间断平衡模式
资料来源：由笔者归纳绘制。

２０２０年前，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发展过程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间断平衡演进阶段 （如图２所
示），１９９２年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成功签署可视为第一次跃升，１９９７年 《京都议定书》
的通过、２００９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及２０１５年 《协定》的胜利是随后的三次跃升。鉴于哥本哈根
谈判的失败将各国立场分歧彻底表面化，对改变减排责任分配模式具有转折意义，因此也被看作是
一次 “失败带来的进步”。每一次跃升均与领导者的努力驱动密不可分，其中，除了奥巴马政府时
期的美国与 《协定》后逐渐崛起的中国外，欧盟从未缺席任何一个阶段，始终扮演对气候治理现状
不满的领导者角色，在每一个停滞期均通过各种方式不断促进各国趋同立场，尽可能推动全球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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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获得有效谈判成果。但气候治理的领导者角色并不固定，尤其是２０２０年疫情的爆发对全球气
候治理格局及领导者造成了多维度、深层次、广范围的影响，破坏性解构了此前欧盟主导把控下的
传统格局。因此，尽管欧盟追求领导者的态度和行动坚定不变，但 《协定》生效后至今，欧盟并不
稳定的表现意味着符合条件的大国均可成为不满的领导者，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摆脱停滞。基于以上
判断，本文重点考察后巴黎时代欧盟领导力的衰退及其做出的努力，探究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欧盟
重振行动的冲击效应和对２０２０年后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格局带来的变化与影响。

图２　全球气候治理的演进发展
资料来源：由笔者归纳绘制。

二、后巴黎时代欧盟气候治理领导力的衰退

《京都议定书》早期阶段 （１９９７—２００５年）① 和２００９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②，欧盟始终是
国际气候治理机制的首要领导者，以积极的气候能源政策和减排承诺，向其他国家证明绿色低碳原
则与经济增长发展可以实现兼顾与并行。随着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爆发、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失败以
及奥巴马时期美国在气候治理机制中影响力的逐渐壮大，欧盟开始通过发挥不同类型的领导力继续
保持领导优势，尤其是在 《巴黎协定》谈判期间，利用主场优势、欧盟委员会、轮值主席国、气候
行动理事会及对外行动署等机构的政治资源，以联盟组合、议题结合组成的各种外交工具，身体力
行地发挥 “协调型领导”的作用，平衡各国立场，推动 《协定》正式落地，展现出具有主导地位的
领导力。
但随着 《协定》在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４日正式生效，历经摩洛哥、斐济与波恩、卡托维兹、马德里

四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全球气候治理进展并不理想，并未就落实与执行 《协定》目标达成一致共
识。各国在数次气候谈判和相关任务分解中展开政治博弈，相较于微小的收获或共识，更多的是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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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一阶段为 《京都议定书》从通过到正式生效时期。

在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欧盟与发展中国家就减排任务分歧巨大，在中国与美国的努力下最终达成了一个没有法
律约束力的协议，在此过程中欧盟被边缘化。



入漫长、反复的纠纷与分歧之中。其中，欧盟在气候治理机制中的影响开始明显减弱，即后巴黎时
代至疫情爆发前，欧盟陷入领导力持续衰退状态。

（一）从实际行动看，欧盟承担国际责任不力且话语权减弱
在气候治理的间断平衡模式下，“大小年”特征明显。由于参与各方情绪上的 “懈怠”与落实

工作的复杂性，２０１５年后全球气候治理陷入低谷徘徊，欧盟在国际层面的行动力和影响力也呈衰
弱态势。２０１６年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的第２２届气候大会 （ＣＯＰ２２）虽然针对 《巴黎协定》细节展
开探讨，但仅就推动未来两年如何落实 《协定》的具体程序作了议程表和路线图，欧盟基本毫无作
为。２０１７年斐济与波恩共同主办的第２３届气候大会 （ＣＯＰ２３）① 进一步证明，欧盟的领导力已经
很难在重要议题上取得成果。一方面，作为美国退出 《协定》以来的首次联合国气候大会，欧盟在
会议期间竟然选择与美国站在同一立场，即仅关心２０２０年后各国的减排目标和行动方案，回避讨
论２０２０年前减排在全球评估、新的市场机制、损失与损害等程序性问题上的具体安排，甚至回避
《协定》中规定发达国家要在２０２０年前落实每年１０００亿美元出资目标的具体方案和路线图探讨，
完全没有显示出欧盟在气候治理上的一贯积极态度。
另一方面，欧盟也没有推动关于公平性问题的建设性讨论，原因是欧盟受制于内部繁琐流程，

起草并通过法律提案时间过长，根本无法在短期内发起更多气候行动。如２００７年３月，欧盟理事
会审议通过的能源与应对气候变化一揽子计划中提出２０２０年要达到 “２０－２０－２０”② 的目标，历经一
年多时间，直到２００８年底才正式生效，甚至 《京都议定书 （多哈修正案）》也到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１
日才批准通过③，在执行国际承诺的效率上十分缓慢。此外，欧盟提出新兴经济体应采取更多减排
行动的说法遭到了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国家的强烈反对，均拒绝将增加的气候责任转移给新兴经济
体的提议，要求按照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来解释 《协定》下的平等公平。各国的消极表现
将欧盟领导力的衰退展露无遗。

（二）从国际影响看，欧盟对外的感召力明显下降
领导力衰退还表现在整体行动中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不足，亦或出现各执一词、国家利益至上的

分化。欧盟虽始终强调其是为数不多且有能力和决心继续支持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者，但曾经 “振
臂一呼、众国响应”的场景已不复存在，尤其是经过成果微弱的斐济与波恩气候大会，随着２０１８
年第２４届气候大会在波兰卡托维兹召开，欧盟的领导力进一步受到挑战与瓦解。

２０１８年，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政策的明确性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差距达到最大化。尽管全球采取
了各种严苛的气候治理措施，温室气体排放量仍迅猛飙升。国际能源署 （ＩＥＡ）报告显示，当年全
球能源需求增长了２．３％，主要来自化石燃料，温室气体排放量升至创纪录的３３０亿吨，比上年增
长１．７％，是２０１０年以来最快增速［１０］，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从根本上否定了２０２０年前逆转减排趋
势的可能性。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欧盟在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中一直试图寻找盟友加强合作，虽然竭
力阐述并推动确定了 《巴黎协定》几乎所有条款的规则与程序，达成了一份详细操作手册 （Ｒｕ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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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此次大会是一个小岛屿国家作为主席国第一次举办的气候大会。作为当前严重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贫穷国家，斐
济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影响十分典型，但由于无力承办如此庞大的会议，德国协助其在波恩 《气候公约》秘书处总
部主办这次活动。这是首次既有工业化发达国家，同时又有气候脆弱国家合办的气候大会。

“２０－２０－２０”已经变成一种被大众认可的统称说法，即欧盟到２０２０年温室气体排放要在１９９０年基础上减少２０％，

可再生能源占整个能源比重提高到２０％，能源效率要提高２０％。
《京都议定书 （多哈修正案）》于２０１２年通过，设立了第二承诺期，要求３８个发达国家要在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承诺

期内，将温室气体的全部排放量从１９９０年的水平减少１８％。多国较早就批准了该法案，如２０１４年中国就已提交接受书。



Ｂｏｏｋ）①，但重重矛盾抵消了欧盟成员国不断靠拢的努力。美国退出 《协定》撕裂了传统的跨大西
洋伙伴关系，欧盟以及德、法等国领导人都反复表示对此 “深感失望”，德国环境部长Ｓ．Ｓｃｈｕｌｚｅ
认为 “甚至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１１］，动摇其他国家的减排决心。发展中国家和民间社会也对欧
盟仅停留于纸面表态感到不满，尤其对欧盟未能增强２０２０年前短期气候雄心表示失望。比如，欧
盟虽然积极参与领导 “塔拉诺阿对话”（Ｔａｌａｎｏ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②，就推动１．５℃的目标发布了 “塔拉诺
阿呼吁行动”（Ｔａｌａｎｏａ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的声明，强调这是一个雄心勃勃且可被看作复兴２０１５年巴
黎目标的有效行动主张，但在小岛屿国家和民间团体看来，这一声明只是为了弥补其在资金支持、
损失与损害问题上消极态度的另一种虚伪掩盖，根本没有对全球温室减排产生任何促进作用。
更严重的是，一些曾经坚定追随欧盟气候引领的国家，立场也出现转变，甚至走向了对立面。

马德里气候大会主办权的一波三折就是证明。２０１５年 《协定》谈判后程，欧盟联合７９个非洲国
家、加勒比与太平洋地区国家，组成 “雄心壮志联盟”（Ｈｉｇｈ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提出将全球升
温控制在１．５℃等目标。巴西作为该联盟成员之一，对欧盟的气候领导始终坚定支持，随后也成为
第２５届联合国气候大会的承办国。但２０１８年Ｊ．Ｂｏｌｓｏｎａｒｏ当选巴西总统后，彻底扭转国家立场，
加入气候治理反对者行列，甚至公开表态 “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巴西不欠世界任何东西”③，宣布
不再担任第２５届气候大会的东道国。欧盟不得不挖掘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在气候外交中的潜在作用，
积极与拉美和加勒比独立协会 （ＡＩＬＡＣ）④ 开展合作，主办权交由智利接棒，但由于智利国内的骚
乱问题最终将主办地转移到西班牙。

（三）从权威性看，欧盟自身的减排雄心陷入内耗
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力很大程度来源于自身超前且超高的减排目标设定，即通过领先

全球的气候与能源目标对几乎所有参与国构成治理的 “道德压制”，以实际发展证明削减温室气体
排放、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和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并不相悖。借助自身的减排目标，不仅可以让碳
排放量高的国家向欧盟靠拢，减少谈判内耗，还可以坚定小岛屿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信
心，进一步支持全球气候治理的具体行动落实。但 《巴黎协定》生效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欧盟内部
的分裂日益加重，成员国之间巨大的经济与能源结构差距令其雄心勃勃且不断提高的减排目标没有
形成一致性共鸣，影响了作为整体的欧盟领导力权威。
相较于经济发达、可再生能源占比高、减排压力小的 “老欧洲”成员国，以波兰、捷克为主的

维谢格拉德集团 （Ｖｉｓｅｇｒáｄ　Ｇｒｏｕｐ）经济动荡、失业率居高不下且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是欧盟领
导并推动全球气候行动的内部障碍。２０１４年，欧盟正式提出２０３０年削减温室气体排放４０％的中期
减排目标，维谢格拉德集团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组成 “Ｖ４＋２”组合，明确表示反对，认为步伐
太快难以跟随。随后，基于可再生能源占比和能源效率的提高⑤，２０１８年６月，欧盟气候行动与能
源专员 Ｍ．Ａ．Ｃａｅｔｅ提出应将２０３０年目标增至４５％，波兰等国仍然表示无法接受，导致这一议题
继续受阻［１２］。２０１９年２月，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再次建议将２０３０年的减排目标升至５５％，多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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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该手册并不包括碳排放交易和清洁能源发展机制等市场工具在内的 《巴黎协定》第六条，被搁置到下一届气候大
会再讨论。

这是第２３届联合国气候大会斐济担任缔约方大会主席期间引入的一个论坛，包括民间社会成员，主要目的是尽
可能多的收集关于国家自主贡献的具体信息，了解清楚到２０２０年下一轮国家自主贡献之前距离目标的差距。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３日，巴西总统Ｊ．Ｂｏｌｓｏｎａｒｏ在南美进步论坛上发表演说提出该论点。

全称为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由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危地
马拉、洪都拉斯、巴拿马、巴拉圭和秘鲁八个国家组成。

２０１８年欧盟通过 “人人共享的清洁地球”（Ａ　Ｃｌｅａｎ　Ｐｌａｎｅｔ　ｆｏｒ　ａｌｌ）战略，其中包括２０３０年可再生能源占比目标
从２７％提高至３２％，能源效率增至３２．５％的目标。



右翼欧洲人民党的反对投票令这一目标持续搁置［１３］。直到新一任欧盟委员会领导集团就任，才被
纳入最新增长战略 《欧洲绿色协议》（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ａｌ）中，折中表述为 “２０３０年的减排目标
应达到５０％，力争向５５％靠拢”［１４］。
不仅如此，欧盟２０５０年 “气候中立”（Ｃｌｉｍａｔ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的远景减排目标也受到维谢格拉德集

团的消极抵抗①，尤其是燃煤发电占比达到８５％的波兰，坚决反对欧盟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和行
动，强调欧盟激进的气候政策是波兰能源结构的巨大威胁［１５］。波兰总理 Ｍ．Ｍｏｒａｗｉｅｃｋｉ公开表态，
“波兰的能源转型成本高于那些能够依靠多种能源维持自身经济的其他国家，不同意以损害波兰经
济为前提的任何提议”［１６］。这些内部的分歧与矛盾均抵消并削弱了欧盟作为气候治理领导者 “一个
声音”的权威性。

三、疫情变量与欧盟气候治理领导力的重塑

经过三次成果匮乏的气候大会，２０１９年底马德里气候大会的核心任务是完成仅剩的 《巴黎协
定》第六条涉及碳交易和碳市场机制与合作内容的谈判，但欧盟根本无法弥合各国分歧，历经坎坷
且创造最长会议时间的大会最终毫无实质性成果。不过，从另一角度看，处于停滞状态的全球气候
治理并非毫无生机，欧盟已经意识到自身领导力的不断削弱和治理缺失导致整体格局的失序无为，
对气候治理现状的不满再次形成体系推动力，并借助新的手段与工具开始重塑领导力。更重要且反
转的是，２０２０年初的疫情爆发作为突发性变量不仅没有削弱欧盟的 “斗志”，反而进一步激发其重
振领导力的决心，试图通过对２０２０年后更长远目标的重视与投入，在修复疫情带来负面影响的同
时，谋求在恰当的时间节点再次促发全球气候治理进入下一个跃升期。

（一）疫情前后欧盟对全球气候治理停滞的不满
面对 《巴黎协定》通过后全球气候治理的停滞不前以及自身领导力的持续低迷，欧盟内部的不

满从普通民众逐步向官方层面传导，更始料未及的是疫情发生后甚至对其产生了自下而上的深化效
应，而非转移或减弱。欧洲民间的气候民主具有历史传统，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以反核、环境保
护为主体的公共抗议活动始终活跃。伴随绿党的全面崛起，应对气候变化在欧洲早已不再是单纯的
环境议题，而是成为普通民众表达权力诉求的重要空间。因此，大众对气候议题的高涨热情令其很
难容忍欧盟在气候治理行动上的迟缓。２０１９年，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成为第四大党团；
在德国，绿党成为仅次于执政党的第二大党；在法国、英国、芬兰、爱尔兰的票数相较于上一次选
举增长了一倍［１７］，标志着欧盟的政治重心出现转移，即气候变化的绿色议题已经成为 “政治正
确”，欧盟以先锋者的姿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具有强大的民意基础。绿党的崛起壮大与青年选民的
政治倾向密不可分。据统计，法国１８至２４岁的选民约２５％投票绿党，德国同年龄段对绿党的投票
比例甚至高达３４％。欧洲生态绿党联盟主要候选人Ｙ．Ｊａｄｏｔ坦率地表示，欧洲正处于 “绿色浪潮”
之下［１８］。德国最初在 “退煤”行动上的犹豫②就遭到了国内民众数次大规模抗议，不得不于２０１９
年１月宣布退煤时间表，到２０３８年将关闭全部８４座燃煤发电厂。
在此背景下，欧盟民众对气候议题的热情已经全面向青少年传导，而疫情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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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 《欧洲绿色协议》谈判过程中，捷克和匈牙利通过讨价还价，逼迫欧盟委员会将核能纳入气候治理方案才首肯
签字，波兰成为唯一一个拒绝签署 《协议》的欧盟成员国。

２０１７年，法国、荷兰、芬兰、意大利、葡萄牙及奥地利等欧盟成员国加入英国和加拿大共同组织的 “弃煤发电
联盟”（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ａｓｔ　Ｃｏａｌ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旨在２０３０年前彻底淘汰煤炭发电，但当时德国并未加入。德国作为全球最大
的褐煤生产国，国内煤电比重近三分之一，彻底退出煤炭的能源转型代价高昂，因此，德国联邦政府一度纠结是否退出。



响。２０１８年，１６岁的瑞典女孩Ｇ．Ｔｈｕｎｂｅｒｇ发起 “星期五为未来”的抗议活动，成为全球青少年
表达对气候治理不满的主要舞台。该运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覆盖全欧洲，仅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５日一天
的活动，全球就有超过１００万参与者，其中欧洲各国青少年踊跃参与，法国就有４万余人走上街
头。“环保少女”Ｔｈｕｎｂｅｒｇ在各类公共场合多次批评并 “声讨”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迟缓行动，

２０２０年３月直接现身欧盟议会，现场指责欧盟只是 “假装”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者，设定２０５０年
气候中立目标就是一种 “投降与放弃”［１９］，得到了众多支持与拥护。这意味着疫情也没有削弱民众
对气候变化与治理持续停滞的关注，尤其是这种停滞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欧盟领导不足导致的。
相较于普通民众的坦率与直接，欧盟官方的不满较为 “委婉”，通过新一届领导层成立后的具

体行动与举措间接表达。冯德莱恩作为新一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从竞选期间就宣布了以 “绿色”为关
键词的施政纲领，这一纲领就是 《欧洲绿色协议》［２０］ （以下简称 《协议》）的前身。她虽然没有直
接批评上一届欧盟领导层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不足，但试图区别于前任表现、重振欧盟作为全球
气候治理领导者的决心再明显不过。不仅如此，欧盟公布 《协议》的时间节点也十分耐人寻味，进
一步透露出欧盟对目前全球气候治理的失望与不满情绪。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８日，距离马德里气候大
会召开不到３天，欧洲议会以压倒性票数宣布欧洲进入 “气候紧急状态”［２１］，为 《协议》２０５０年
“气候中立”目标造势，随后在马德里气候大会期间选择公布整个 《协议》。一边是欧盟史无前例的
绿色新政，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以及在此目标下涉及经济、社会、自然领域的全方位可持续改造；
另一边则是马德里气候大会的无所作为，各国之间漫长而激烈的谈判并没达成任何实质性成果，被
视为 《协定》后最无用的一届气候大会。欧盟通过刻意选择的时间点，营造出与全球气候治理停滞
无为状态的剧烈反差与鲜明对比，释放出欧盟试图再次领导全球气候治理的强烈信号。接踵而至的
新冠肺炎疫情将刚公布的重磅 《协议》进一步提升到了史无前例的战略高度。

（二）疫情变量下欧盟领导力的重塑行动
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是始料未及的。此前，各国共识聚焦于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才能实现

《巴黎协定》的目标，尤其是２０１８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将全球平均气温
上升目标调整为１．５℃［２２］后更加迫切，但共识并未化作实际行动，后巴黎时代各国减排立场分歧只
增不减。疫情作为突发变量介入，进一步破坏了全球气候治理原本就停滞不前的计划与行动。欧盟
成为例外，因为以冯德莱恩为首的新一任领导集团上任并宣布重大改革，与疫情的爆发被压缩在很
短的时间段内，面对疫情对社会与经济带来的全方位打击，欧盟领导层急需做出一些有效行动，提
振广大民众的信心与自身形象。在全球气候治理议题上，基于已有的不满基础，修复并重塑此前不
断衰退的领导力成为最有效也是最可行的选择。在疫情后实际重塑领导力的过程中，欧盟不再像
《协定》签订期间只关注政治手段，而是通过 《欧洲绿色协议》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将具体行动的
焦点逐渐转向贸易手段与经济领域。

１．提高权威性：《欧洲绿色协议》的不断强化。２０１９年底公布的 《欧洲绿色协议》是一个前所
未有、覆盖欧盟所有经济领域的全新增长战略 （如图３所示）。作为极具革命性的绿色发展框架，
它包括推动欧盟经济向可持续发展转型、作为全球领导者以及出台 《欧洲气候公约》三大支柱，是
欧盟新一届领导层试图恢复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的关键性行动。其一，可持续发展作为核心内
容，具体包括中远期气候目标、清洁可负担能源、清洁循环经济转型、能源效率、生物多样性等八
项行动计划，旨在通过大量投资、融资确保公平公正转型。其中，首当其冲提出要在２０５０年实现
“气候中立”的目标。“气候中立”又被称为碳中和或净零排放，指温室气体最终实现零排放的标
准，也是气候治理的最高目标，欧盟也因此成为全球第一个承诺向零碳目标迈进的国家集团。其
二，欧盟重申其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定位，表示将借助外交手段、贸易工具、发展政策等方式保
障 《巴黎协定》的顺利执行，不仅要求成员国２０２０年 《协定》生效后的有效落实，还帮助各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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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并更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远期战略规划，以身作则号召全体缔约方履行承诺，努力向全球绿色
可持续发展的坚定倡导者和践行者迈进。

图３　 《欧洲绿色协议》框架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欧盟公开资料整理绘制。

冯德莱恩将 《协议》的通过形容为 “欧洲登上月球的时刻”［２３］，强调此举不仅能够奠定欧盟

２０２０年以后五到十年的发展重心，也是能否再次恢复全球气候治理机制领导力的核心支柱。新冠
肺炎疫情爆发与冲击后，《协议》作为欧盟重返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关键行动不弱反强。为了保
障 《协议》的有效性和可执行度，提升其战略高度和法律权威性，２０２０年３月欧盟出台 《欧洲气
候法》草案，要求以立法形式明确２０５０年 “气候中立”目标、对成员国的约束性及实现远景目标
的路线图与行动方案，还就下一步设置 《欧洲气候公约》展开公众意向收集，确保官方、大众和利
益攸关者的广泛共识和协同治理，加强欧盟气候治理行动的合法性和支持度基础。４月底，冯德莱
恩在欧盟委员会的公开宣言中再次宣布对抗疫情的经济振兴计划必须考虑气候问题，重申 《协议》
在经济复苏中的重要性，是引领欧盟经济应对气候挑战的 “指南针”［２４］。德国总理默克尔也紧随其
后，在２０２０年 “彼得斯堡气候对话”上表示，不会牺牲气候保护来弥补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经济损
失，气候行动必须作为经济复苏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５］。

２．扩大实际影响：大规模资金投入，保障计划落实。新一届欧盟领导层为了 《欧洲绿色协议》
的顺利推动，在疫情爆发前就已宣布出台一系列资金保障计划，旨在通过大规模资金投入进一步促
进欧盟领导力恢复。疫情不仅没有削减相关经济支持，反而再次扩大了支持规模与范围。２０１９年
底，欧洲投资银行将重点转向气候治理，欧洲投资银行行长 Ｗ．Ｈｏｙｅｒ指出，“气候问题是欧盟政
治议题的头等大事”［２６］。近五年内，该行已经对有效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可再生能源领域累计投入
超过６５０亿欧元的资金，并宣布从２０２１年底起，将彻底停止对石油、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项目投
资。２０２０年１月，欧盟提出 “欧洲可持续投资计划”（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旨在
从２０２０年开始的十年内吸纳包括公共部门与私人领域在内的１万亿欧元，推动气候治理和可持续
发展，并帮助各成员国摆脱化石能源依赖，实现能源转型。这项经济支持计划要求于２０１４年启动
的 “投资欧洲计划”（ＩｎｖｅｓｔＥＵ）在下一个跨度年 （２０２１—２０２７年）的财政预算框架内将气候治理
列入重点关注领域。而全新的经济调节工具 “公平转型机制”（Ｊｕｓ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从预
算中划拨７５亿欧元，再借助其他金融工具筹集１０００亿欧元，帮助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受较大影响的
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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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发生后，资金保障在已有规划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加强。德、法两国于２０２０年５月率先发
起约５千亿欧元的欧洲复苏计划，欧盟紧随其后宣布推出名为 “欧盟下一代” （Ｎｅｘ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Ｕ）的一揽子复苏计划提案［２７］，要求在已有１．０７４万亿欧元预算基础上，额外增加７５００亿欧元作
为专项复苏资金，重点推动以绿色经济为核心的转型升级目标，并于７月正式通过。这意味着欧盟
约１．８万亿欧元的长期预算投资中，将有近四成资金用于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绿色产业。不仅
如此，欧盟委员会考虑到能源基础设施作为绿色交易的重要工具，在实现 “气候中立”目标中具有
关键促进作用，从 “欧洲联通设施”（ＣＥＦ）专项基金中特别拨款９．８亿欧元投入欧洲大型能源基
建项目［２８］，并强调将在２０２１—２０２７年预算期内为该基金继续投入８７亿欧元的预算，强化支持脱
碳附加值高的项目。总之，欧盟将绿色转型作为其应对疫情影响的经济增长战略，冯德莱恩表示此
举 “更有助于欧盟整体竞争力的提高”［２９］，成为欧盟重返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舞台的强力举措。

３．创新有效工具：碳边境税的设立。气候治理并非单一领域，涉及能源、交通、工业、建筑、
基础设施和金融等在内的各行各业。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地区之一，欧盟早在２０１５年就成立了
能源密集型产业高级别专家小组，专门关注能源密集型产业的脱碳问题［３０］，试图寻找解决方案，
希望通过税收手段或贸易工具，切断全球碳减排责任的传递链条，避免国际化产业转移引发的碳扩
散风险，切实推动全球减排的整体成效。基于这种判断，冯德莱恩在 《欧洲绿色协议》中正式提出
“碳边境税”（Ｃａｒｂｏ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Ｔａｘ）概念，并在２０２０年初世界经济论坛中表示欧盟委员会已将碳边
境税提上议程，加速推进。
碳边境税的思路来自对碳排放交易体系漏洞的弥补。欧盟发现，碳排放交易体系虽然通过强制

规定境内企业碳排放额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减排目的，却存在一种副作用，即如果欧盟碳排放
交易体系 （ＥＵ－ＥＴＳ）规定的碳价高于促进低碳投资的标准，钢铁或水泥等基础材料行业①就可能
将部分生产或投资转移到欧盟境外其他地区。这种 “碳转移”风险通常会促使成员国在碳定价计划
中给予相关行业豁免权，进一步抑制碳价信号，抵消大多数行业的减排可能，形成恶性循环。这种
将区域内产生的部分或全部碳排放转移到没有规划碳成本的国家的做法，会引发全球关于碳定价或
监管体系对环境有效性的质疑。欧盟认为，一种经过调整的类似于消费税的边境税可以在很大程度
上规避上述问题，即通过包含碳定价的进口商品对出口产品进行补偿。这被统称为 “边界碳调整措
施”（Ｂｏｒｄｅｒ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简称ＢＣＡｓ）。
秉持以上认知，欧盟将自己定位为新兴低碳产业的发起者。ＢＣＡｓ虽然是一个 “政治雷区”，

极大可能引发各国的反对或不满，但经过对相关贸易政策可行性的详细研究与探索②，相较于其他
无效选择，仍可作为提高欧盟气候领导力和影响力的有效工具。欧盟认为，气候治理要求发达国家
或工业国家必须以比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更快的速度减少排放，通过碳定价激励低碳投资等在
内的气候友好型技术在更大范围内被采用是降低排放的可行方法。疫情的逐渐扩大与严重化也未阻
止欧盟对碳边界税的推进，反而呈强化态势。２０２０年７月，欧盟委员会在通过经济复苏计划的同
时，启动关于碳边界税调整机制的公开磋商，强调这一创新性工具可以帮助欧盟向更绿色和可持续
的经济有效过渡，更好地反映欧盟的气候雄心［３１］。作为全球第一个以碳边境税作为贸易工具，降
低碳流动的国家集团，欧盟试图借此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占据主导权的态度再明显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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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钢铁、水泥或化学制品等基础材料行业碳排放量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２５％，详情可参考：ＩＥＡ：Ｅｎｅｒｇ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ｅａ．ｏｒｇ／ｔｏｐｉｃｓ／ｅｎｅｒｇ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可参见相关研究：Ｌ．Ｂａｒｔｅｌｓ：Ｔｈｅ　ＷＴＯ　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Ａｖｉ－
ａｔｉｏ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２０１２ （２）；Ｒ．Ｉｓｍｅｒ，Ｋ．Ｎｅｕｏｆｆ：Ｂｏｒｄｅｒ　Ｔａｘ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Ａ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Ｗａｙ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ｔｒｉｎｇｅｎ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７ （２）。



四、疫情后全球气候治理格局的变化

２０２０年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治理 “分水岭”的转折年，此前各国主要围绕如何落实细化 《巴黎
协定》的执行路线图展开博弈，处于一个分歧不断且实际治理基本停滞的状态。比如，现有国家自
主贡献的时间表非常宽泛，各国选择了不同的基准年，关于采用共同时间表的决定也被推迟到

２０３１年。这意味着各国可以在此前任何时间段创建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对实现２℃至１．５℃的温控
目标形成了极大压力。２０２０年作为 《协定》通过后的第一个执行年，其规则手册能否按照既定时
间表的要求推进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更棘手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且在欧美国家的二次扩
大传播彻底打破了气候大会的既定计划，各国围绕气候治理的核心要素 “减排”的表态与实际行动
基本停滞。尽管欧盟重返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舞台的行动看似未受疫情的冲击与影响，但实际上很难
达到理想成效，下一阶段的气候治理格局充满了不确定性。

（一）欧盟重塑领导力行动评价：“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全球气候治理的间断平衡模式下，如要保障 《巴黎协定》设定任务 （如图４所示）的有效执

行，需要不满且强有力的领导者推动各国立场趋同，尽快摆脱停滞进入下一个跃升期。其中，谁将
继续领导全球气候治理成为关键所在，这也是本文讨论的核心议题。欧盟展现出重返领导者地位的
坚定决心，甚至在欧洲社会与经济全面遭受疫情重创后，新一届欧盟领导层仍通过系列行动加速推
进绿色转型，努力提升其在气候治理中的国际影响力。欧盟委员会在应对疫情经济的一份声明中明
确表示：“虽然现阶段所有政治焦点都集中于新冠病毒，但欧盟仍将继续进行包括 《欧洲绿色协议》
在内的长期政策优先事项的准备工作。”［３２］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中也指出，“迟早都能找到
新冠病毒的疫苗，可应对气候变化却没有疫苗，欧洲需要现代、清洁、健康的经济重启计划建设一
个不重复昨天老路的新未来”［３３］，为了 “美丽的星球和子孙后代”，欧盟会将这场大流行危机转变
为机遇，重建更具韧性且更灵活的绿色经济模式。

图４　２０２０年前后全球气候治理的任务时间线
资料来源：由笔者归纳绘制。

尽管如此，欧盟已经很难恢复２０１５年推动 《协定》达成时近乎一家独大的主导性领导权。一
方面，欧盟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与领导力重塑行动主要以对内为主。《协议》的通过与强化、资金
投入保障以及碳边境税的工具创新等行动均围绕欧盟自身展开，疫情很大程度影响了欧盟对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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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扩散。比如，欧盟作为全球公共气候资金最大的提供者，明确表示将坚定迈向落实 《协定》

１０００亿美元的目标，对相关国家提供气候适应资金的支持，因为包括小岛屿国家在内的最易受气
候变化影响的小国为了实现减排目标，在财政层面十分依赖欧盟。欧盟公开数据表示，自２０１３年
以来，用于引导相关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捐款总额已经增加一倍以上，其
中２０１５年增至１７６亿欧元，２０１８年已经达到２１７亿欧元并将持续增长［３４］，但疫情令 “自顾不暇”

的欧盟将此类对外援助无限期停摆，直接导致其国际影响力大受影响。另一方面，欧盟内部的振兴
基本以发达成员国为主，维谢格拉德集团依靠妥协与退让勉强跟随，对欧盟的支持上限仅限于公开
场合的 “不反对”，难以弥合的气候鸿沟迫使欧盟以 “不完整”的姿态重返气候治理领导的舞台。

疫情的冲击使欧盟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成员国经济萎缩将达到７．４％。欧盟经济事务专
员Ｐ．Ｇｅｎｔｉｌｏｎｉ直接表示，“预计到２０２１年底，仅德国、奥地利等国的经济可能恢复到２０１９年底的
水平”［３５］，经济复苏更大可能 “不均衡”地在各成员国展开。因此，欧盟对外影响力的下降以及内
部因经济重创与不均引发的分歧，不仅客观上削弱了经济复苏计划对绿色转型的促进效应，更直接
导致其在下一阶段 “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独自把控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权。

（二）全球气候治理将陷入更多不确定性与更长停滞期
基于现有分析可以预判，２０２０年后全球气候治理模式并不会出现类似２０１５年 《巴黎协定》通

过这样的跃升。所有参与气候治理的国家都需要面对一个现实：疫情对全球各国经济造成系统性和
全局性的冲击①已成既定事实，全球气候治理很长一段时间都将处于应付疫情与如何落实 《协定》

的过程，治理状态的不确定性将更加凸显。遭受严重打击的欧盟对气候治理领导权的重塑行动更多
停留在欧盟官方层面，很难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宏大目标与各成员国具体经济复苏战略有机结合起
来，控制碳排放、履行国际承诺势必会给防控疫情、复苏经济让位。换言之，疫情后欧盟的领导作
用更多是示范性，即 “气候中性”目标将令其率先成为国际上首个零碳排放地区，而非此前实质上
把控气候治理走向与谈判进程的全球性资源和技术供给中心。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的警
告，“一边是新冠肺炎疫情，一边是气候变化，各国政府的表现证明，他们尚不具备同时应对两场
全球性危机的能力”②。

此外，延期的第２６届气候变化大会 （ＣＯＰ２６）拉长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停滞期。２０２０年４月
初，《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宣布由于疫情的因素，原定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举行的格拉斯
哥气候大会被延期到２０２１年举行。大会主席阿洛克·夏尔马表示， “疫情作为全球史无前例的挑
战，各国必须集中精力应对”［３６］，令原本就充满不确定性的气候治理更难以摆脱困境。虽然主席团
反复强调确保气候治理目标的势头并不会因为延期而削弱，还要加强年轻一代的参与以应对挑战，

但间断平衡下的停滞期延长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因为资金作为落实 《协定》最关键的问题仍处于
分歧中，发达国家迄今为止还未就１０００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支持达成具体方案，原本计划２０２０年底
开展相关落实方案新一轮的讨论也随着大会延期再次落空。而且，由于此类资金具有气候特殊性，

不仅要防止出现对现有发展资金的 “绿色清洗”③，还需要吸引更多公共来源的资金。秘书处计划
从２０２１年开始，收集相关信息并每两年召开一次气候融资部长级对话，通报气候资金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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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２０２０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ＩＭＦ预测全球经济将进入１９２９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ＩＭＦ总裁格奥尔基
耶娃公开表示，全球正面临１９２９年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后果。

参见新华网：《应对疫情莫忘全球气候治理》，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２０－０３／２５／ｃ＿１１２５７６３３４３．ｈｔｍ。

绿色清洗是指反对气候变化治理所开展的公共关系策略。它通过一些没有实际效果的口头行动转移公众注意力，

为自己树立绿色清洁的形象，避免遭受公众严格审查以便获得决策合法化。



也因为疫情对经济的严重冲击变得未知，甚至有可能不了了之。资金未落实前，各国根本无法在气
候治理上达成有效共识。

（三）中美欧携手领导并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成为最大可能
从１９９２年全球气候谈判开启至今，只有中国、美国、欧盟和印度被赋予重要领导期望，这与

它们占全球近一半碳排放量密切相关。除欧盟以外，美国与印度各不相同的表现令中国脱颖而出。

美国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已经正式启动退出 《巴黎协定》程序，并于大选前正式退出①，但拜登的胜选意
味着美国极大可能扭转立场，履行其竞选时的承诺，包括执政后将召开全球气候峰会，与主要碳排
放国领导人开展对话合作；实现美国高达２万亿美元用于气候行动的支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绿色
债务减免；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努力在２０３０年前实现电力行业碳中和，２０５０年前净零排放等［３７］具
体行动计划。可鉴于美国国内的竞选纠纷、社会矛盾深化、意识形态撕裂以及疫情的重大打击，同
样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拜登上台后在气候治理上的承诺效果将大打折扣，即实际行动上难以实现
独自领导。因此，美国前期更多只能依靠部分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来推动部分治理议程，只有拜
登政府逐渐正轨化后才能确保其重拾奥巴马政府的 “气候遗产”，再次回归全球气候治理。印度作
为温室气体排放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尽管在 《协定》谈判时公开承诺２０３０年实现４０％电力
来自绿色能源的目标，并在美国宣布退出 《协定》时表示继续坚守承诺，但其从未公开表态要在全
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躲避国际责任的意图十分明显。

反观同样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面对２０１７年特朗普上任后美国的各种 “退群”行为，就明
确表示要在国际气候治理中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且早在２０１１年德班气候大会时已宣布愿意接
受２０２０年后全球减排目标。中国不仅继续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保持共同立场，与７７国集团一起要求
发达国家正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义务，还坚持２０３０年减排承诺②，

以实际行动扭转了温室气体在国内快速增长的局面，朝升温幅度不高于２℃的目标努力③。更重要
的是，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强调人类需要自我革命，明确表态中国将提高国家自
主贡献力度，碳排放力争于２０３０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２０６０年前实现 “碳中和”④，成为疫情后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最坚定的引领者。

基于以上分析，中国、美国与欧盟携手合作领导全球气候治理，而不是进一步走向对立或拮抗
具有很大可能性。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美欧必然可以形成一个全新的合作领导架构，但三方共同填
补疫情后全球气候治理领导的空白，激发全球气候治理机制活力成为当前最现实的选择。目前，中
国在气候治理领域中的崛起及与欧盟的合作基础与意图已十分明晰。２０１８年７月发布的 《中欧领
导人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联合声明》以及 《关于加强碳排放交易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双方强调
“应对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将成为包括经济关系在内的中欧双边伙伴关系的主要支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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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４日，美国向联合国提出退出 《巴黎协定》的要求，根据规定，退出过程需要一年，因此，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４日美国正式退出 《巴黎协定》，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个退出协定的缔约方。

中国在巴黎气候大会时正式提出了到２０３０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温室气体排放２０３０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
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温室气体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６０％～６５％，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２０％左右，

森林蓄积量比２００５年增加４５亿立方米左右。

参见国务院网站：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２０１９年度报告》，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９－１１／

２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４５６１４６．ｈｔｍ。

参见新华网：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２０２０－０９／２２／ｃ＿１１２６５２７６５２．ｈｔｍ。



一”①。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中欧合作的新亮点”②。２０２０年９月，习近平主
席还在与德国和欧盟领导人视频会晤中决定，建立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全面打造中欧绿色合作伙
伴，同时期召开高级别中欧绿色复苏研讨会，进一步提升双方气候合作力度。总之，可以充分证实
的是，疫情后中国、美国与欧盟均具备推动 《巴黎协定》落实和绿色低碳转型的合作意图、姿态与
能力。

五、结　语

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在间断平衡模式下经历了数次跃升与停滞，表现出不断向前演化的趋势。这
种趋势具备行动上的连贯性，很难由于外力的介入或阻碍而完全终止。因此，应理性客观看待气候
治理进程中的停滞或趋缓，认清停滞与跃升交替出现是机制常态化的表现形式，但必须重视大国的
领导力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必不可少的条件［３８］（Ｐ３４－３５）。欧盟在 《巴黎协定》达成后领导力持续衰
退，随着冯德莱恩的上任与官民层面不满的积蓄，试图通过一系列行动再次重返领导者舞台，并在
疫情后做出了更大尝试与努力。但欧盟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不到１０％的占比意味着难以突破的自
身局限性，其重塑行动更多停留在提高自身国际话语权与塑造先锋形象上，无法独自撼动全球气候
治理的减排格局。加上疫情带来的复杂影响、中国的承诺与崛起以及美国大选的结果，未来全球气
候治理格局将很大可能呈现中美欧三方共同主导的局面。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爆发
和持续扩散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运行机制、规则框架及内在驱动等带来深远影响已是不争事实，仅靠
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领导根本无法应对气候变化如此大范围的全球挑战。中国、美国与欧盟在多
边框架下建构三方合作的全球化路径，才能真正有效应对气候变化。

当前，中国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与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已经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的
领导型国家，尤其是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在２０６０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郑重承诺将成为撼动全球气候
治理格局的关键行动、影响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转折点。作为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
者以及负责任大国，从微观层面出发，中国应积极促成三方合作，尽力在２０２３年第一次 “全球盘
点”之前，化解气候治理过程中的尖锐矛盾与突出分歧，形成清晰透明的减排共识和可执行的资金
支持计划，携手各国带动全球合作，承担国际责任，追求后巴黎时代气候治理的不断深入及 《协
定》共同目标的尽早实现。从宏观层面出发，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中国更应练好内功，做好自
己的事，坚实推进碳减排、碳中和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减排进程，以气候治理为切入点，促进中
欧、中美的双边合作，化解特朗普执政期间带来的国际紧张局势与负面效应，带动国际社会各方经
济、技术、环境领域乃至政治领域关系的发展，为深化落实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维护国际多
边主义、共同建构世界生态文明和美丽地球一道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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